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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更確切些說，如何理解民族國

家和超民族國家層次上的集體認

同？這個問題在《事實和價值》一書

所附長文〈公民身份和民族認同〉中

已有詳細討論，但那時，《馬斯特里

赫特條約》（Maastricht Treaty）還沒

有簽訂，歐洲聯盟還沒有誕生，「全

球化」浪潮還沒有出現逼人之勢，中

政治文化和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

——讀哈貝馬斯近著兩種

●  童世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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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和價值》（Faktizität und Geltung）之

後，哈貝馬斯在1997年和1998年相

繼出版了政治哲學論文集《對他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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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前共產主義國家加入歐盟還沒

有提上議事日程。而這些，正是哈

貝馬斯撰寫這兩部著作的重要背

景。

一　現代社會的「集體認同
　　是做成的，而不是現
　　成的」

「集體認同」的問題，也就是關

於「我們是誰？」的問題。這是一個

令近代以來德國人十分苦惱的問

題，也是歐洲一體化過程中急需回

答的問題。《後民族的格局》一書的

首篇文章通過回顧十九世紀德國民

族主義運動中的一個片斷，來討論

我們這個時代、尤其是歐洲範圍內

集體認同之基礎的問題。

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民族主義運

動中，格林兄弟（Jakob Grimm和

Wilhelm Grimm）等日爾曼語學者和

其他學科的人文學者起了重要作

用。哈貝馬斯認為，格林兄弟等人

自認為是在政治公域中對德意志民

族精神的天生的詮釋者，這包含一

個深刻的矛盾：一方面，他們的意

願——「作為知識份子和公民來對自

己的專業知識作公共的運用」1——

完全是政治性的；另一方面，他們

對德意志民族認同的解釋則完全是

非政治性的。這種解釋同他們對自

己的學科即人文學科的看法有關。

格林理解自然科學和人文學科之間

的區別，不僅像後來的文德爾班

（Wilhelm Windelband）等新康德主

義者那樣從一般和個別的區別的角

度，而且從外人與自己人的關係的

角度，自然科學是對外人開放的；

自然科學交往的包容性首先來自其

冷冰冰的普遍主義；而相反，「德國

的科學則只訴諸德國的公眾」。一個

民族的精神在詩歌中得到最純粹的

表達，因此，格林對「甚麼是民族」這

個問題作了這樣的回答：「一個民族

就是一群說同樣語言的人的總體。」

在哈貝馬斯看來，這種觀點的

實質，是「把德國政治統一看作是該

民族文化上長期形成的統一性的遲

到的實現」2。但這些人因此「誤解

了他們的事業的特殊的現代性」3。

這種現代性在於，即使是對德意志

民族認同的這種文化主義的解釋，

本身也是一種政治性行為、一種構

造性行為；所謂「現代性」，也就是

「構造性」。同這種構造無關的東

西，那種所謂Volksnation的觀念，

「是不適合作為政治自由主義的普遍

主義來源的」4。

這x講的Volksnation，也就是

所謂Volk des Volksgeistes，指以表

現於特定的語言、文化之中的「民族

精神」（Volksgeist）為基礎的民族，

它區別於Nation der Staatsbürger，也

就是由公民所構成的民族。現代集

體認同之形成的典型，就是從Volk

des  Volksgeis tes到Nation der

Staatsbürger的過程。在這個過程背

景之下，福祿培爾（Julius Froebel）

對「甚麼是民族？」這個問題作了今

天讀來很有啟發的回答。在福祿培

爾看來，從描述的目的來說，「民

族」的純粹政治的概念和純粹譜系學

的概念都是不適合的，因為民族是

和文化相伴隨的。從規範的角度來

看，只有一個民族的民主自決的願

望才為政治獨立的要求提供基礎。

對於一個民族的統一來說，共和主

義的自由具有規範的優先性。同

時，曾經在瑞士生活的福祿培爾又

在十九世紀的德國民

族主義運動中，格林

兄弟等日爾曼語學者

和其他學科的人文學

者起了重要作用。在

哈貝馬斯看來，格林

兄弟等人對德意志民

族認同的這種文化主

義的解釋，本身也是

一種政治性行為、一

種構造性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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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對於一個共和主義的共同體

的生存能力來說，共同的文化生活

方式的前政治地起作用的——至少

是想像地起作用的——共同性是多

麼重要。

哈貝馬斯認為，對於正走向後

民族形式的政治聯合的歐洲人來

說，福祿培爾的這種觀點具有重要

的啟示作用。基於「馬約」的歐洲統

一、範圍擴大到多重政策領域的歐

洲統一，要求在超越民族國家界限

的層次上實現那種十九世紀在民族

國家的公民之間第一次確立起來的

「抽象的團結」：丹麥人必須學會把

西班牙人、德國人必須學會把希臘

人當作「我們的一員」來看待，反之

亦然。民族（Nation）的觀念在其血

族的理解形式（voelkischen Lesart）之

下曾經導致了對他人、尤其是對猶

太人的排斥甚至滅絕。「但在其文化

主義的理解形式之下，民族的觀念

也有助於確立一種在那時以前彼此

當作外人的人們之間的團結和共

存。我們就歐洲的政治統一而言所

面臨的，是我們的日耳曼語學者就

他們民族的政治統一而言所面臨的

類似的任務，儘管所處的處境是不

能類比的。」5一百多年以前，以實

施人權和民主為主要職能的民族國

家框架，使得一種超越祖源和方言

的、新的抽象形式的社會整合形式

成為可能。一百多年以後，我們現

在面臨的任務是以「進一步的抽

象」、在更大的範圍內繼續這個任

務。實際上，哈貝馬斯把歐洲統一

的事業看作是資產階級革命在新的

歷史條件下的繼續。當然，他大概

也會把這種「繼續」看作是對資產階

級的歷史局限性的又一次突破。

這種突破是一個歷史性學習過

程的成果：與十九世紀德國自由派

知識份子相比，當代歐洲人的優勢

在於他們已經明確地意識到：「集體

認同與其說是現成的，不如說是做

成的。」6

二　「做成」現代集體認同
　　的關鍵：政治文化

現代集體認同區別於傳統集體

認同的關鍵在於，「它要確立的僅僅

是異類的人們之間的統一性」7。即

使在同一個民族國家之內，公民們

也常常是語言、文化、信仰和種族

上彼此不同的個體。但正是這些「他

人」們一起構成了現代意義上的「我

們」。「做成」現代集體認同的關鍵，

是怎樣把「他人」結合起來，怎樣使這

些他人們形成同屬於「我們」的意識。

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哈貝馬

斯整個現代性理論的重要部分。在

哈貝馬斯看來，現代社會的任何較

大的群體都是由一些自我理解不盡

相同的亞群體和個人所組成的。因

此，把一個群體整合為一個整體

的，不應當是那種過於具體、以至

不能容納亞群體和個人之間的種種

差異的東西。這一點在民族層次上

尤其明顯。雖然種族和文化上的同

質性常常為民族獨立和民族統一事

業提供了基礎，但是，這種文化和

種族同質性實際上往往是一種虛

構，即使真有此事，它也無法成為

現代民族國家的合法性根據，因為

現代民族國家的最重要功能應該是

確保其每個公民的基本權利。在我

們的時代，文化多元主義的事實和

哈貝馬斯把歐洲統一

的事業看作是資產階

級革命在新的歷史條

件下的繼續。當然，

他大概也會把這種

「繼續」看作是對資產

階級的歷史局限性的

又一次突破，而這種

突破是一個歷史性學

習過程的成果。



政治文化和現代 65
社會的集體認同

確保公民權利的任務這兩方面，決

定了民族國家層次上的整合力量只

能是法：它既是在文化和種族方面

各不相同的亞共同體之間的「公分

母」，又是該民族國家中自由平等的

公民的意志的體現。因此，哈貝馬

斯把這個層次上的共同體叫做「法的

共同體」。

法的共同體區別於利益群體，

因為利益群體不需要人們被某種他

們都認為是好的或正當的東西連接

起來、從而形成一種真正意義上的

「我們」的意識。法的共同體也區別

於文化共同體，不僅因為在過去，

民族國家或組織為國家的民族永遠

是一個政治過程的結果而不是一個

前政治的共同體，而且因為在現

在，一個民族國家若不想損害其疆

域內的少數群體，就不能被說成為

一個文化上同質的共同體。民族層

次上的集體認同又區別於道德共同

體，因為法的規範的抽象程度不像

道德規範的抽象程度那麼高：「一般

來說，法的規範不談論甚麼是對所

有人類都同等地好的；它們所規範

的，是一個具體的法的共同體的公

民的生活情境。」8

這也就是說，民族層次上的集

體認同的特點，並不是一些純粹抽

象的和普遍的規則和建制。道德原

則反映在基本權利和憲法原則之

中，但這些權利和原則必須從特定

的法的共同體的角度加以詮釋。否

則的話，這些原則就乾脆是同這個

特定的共同體無關的，因此是無法

運用於它的。哈貝馬斯要求在確定

民族層次上的集體認同時把道德原

則與這個共同體的倫理價值和自我

理解結合起來，上述觀點便是他為

此提出的一個論證，可稱之為「相關

性論證」或「可運用性論證」。

哈貝馬斯為此提出的另外一個

論證，可稱為「可接受性論證」或「穩

定性論證」。他提出這一論證的背景

之一，是對穩定的自由民主制度的

條件的討論。一個自由民主制度要

能夠穩定，不僅要以普遍主義的原

則為基礎，也要通過一個正式的民

主建制之外的公共領域和巿民社會

來運作，它還要受到習慣於政治自

由的民眾的支持。

這就要求一種特定的文化——

政治文化——發揮作用9：

以法的形式構成的公民身份地位所依

賴的，是以公共的善為取向的公民的

不可用法律來強制的動機和意圖的和

諧背景的支持。受憲法保障的自由建

制只有對這樣的人們才是有許多價

值的，他們習慣於政治自由，適應

於自決實踐的「我們視角」。以法的

形式建制化的公民角色必須被根植

於自由的政治文化的情境之中。

三　兩種政治文化觀：
　　「以政治方式形成的
　　文化」和「與政治物相
　　關的文化」

「政治文化」是哈貝馬斯近期著

作中頻繁出現的術語，很大程度上

反映了哈貝馬斯與泰勒（C h a r l e s

Taylor）、羅爾斯（John Rawls）等哲

學家之間的討論，也體現了規範的

政治哲學和經驗的政治科學之間的

關係，很有進一步討論的價值。

泰勒強調其對象為一特定文化

在我們的時代，文化

多元主義的事實和確

保公民權利的任務這

兩方面，決定了民族

國家層次上的整合力

量只能是法：它既是

在文化和種族方面各

不相同的亞共同體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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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民族國家中自由平

等的公民的意志的體

現。因此，哈貝馬斯

把這個層次上的共同

體叫做「法的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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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體的愛國主義對於民主所具有

的價值，羅爾斯把憲法原則看作具

有不同價值、不同世界觀的公民當

中的「重疊共識」，哈貝馬斯的政治

文化概念從某種意義上可以看作是

向這兩種觀點的靠攏。哈貝馬斯認

為他可以同意泰勒關於愛國主義的

觀點，如果對這種觀點做這樣的解

釋的話：「民主法治國家的普遍原則

應當根植於某個政治文化之中。」在

哈貝馬斯看來，「憲法的原則，只有

當它們置身於由公民構成的民族的

歷史的情境之中，從而與公民的動

機和意圖建立聯繫，才在社會實踐

中具有形式，並成為動態地理解的

建立自由的人與平等的人的聯合體

這個謀劃的推動力量」bk。與泰勒不

同的是，哈貝馬斯強調「共同的政治

文化的層次必須同亞文化及其前政

治地鑄成的認同相脫x」bl。「一個

國家的政治文化」，他說，「是以有

效的憲法為結晶的。每個民族文化

都根據其獨特的歷史而形成對同

一些、也體現於其他共和主義憲

法中的原則——比如人民主權和人

權——的一種與眾不同的理解」bm。

這種同特定的亞文化、亞群體——

包括主流文化和主流群體——相分

離的政治文化，同羅爾斯所說的「重

疊共識」非常相近。羅爾斯先從在美

國這樣的社會中發現的公民直覺中

引出這種「重疊共識」，然後用他的

「原初地位」的理想實驗和「反思平

衡」的論證方法對之加以論證。有人

認為羅爾斯如此強調特定社會的現

有共識，是向共同體主義和情境主

義靠攏。哈貝馬斯認為大概還不能

這樣說，但他對羅爾斯把這種政治

直覺的辯護僅僅當作政治哲學家的

事情（而同公民本身無關）是不能贊

同的。同樣有問題的，是羅爾斯對

「政治的」一詞的用法。哈貝馬斯發

現羅爾斯在以下三個意義上使用「政

治的」一詞：非形而上學的；同公眾

利益有關的；公民關於公眾利益所

共有的信念。對「政治的」作這樣

的理解，使得羅爾斯把現代社會

中同其他文化價值領域相分離的

政治價值領域當作某種既與的東

西，而這是很成問題的bn。之所以

出現這種情況，哈貝馬斯認為是因

為羅爾斯沒有對正義觀念的「可接

受性」（Akzeptabi l i tä t）和「接受」

（Akzeptanz）作明確區分，沒有看

到，「對於所提議的正義觀念要達

成共識，公民必須對這種觀念加以

確信」bo。哈貝馬斯認為，這樣理解

「政治的」是錯誤的。

那麼，甚麼是對「政治的」的正

確理解呢？這個問題對理解哈貝馬

斯所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的含義

非常重要。正是在這x，我們可以

找到哈貝馬斯所說的「政治文化」和

政治科學家、社會學家們通常所說

的「政治文化」的根本區別。

「政治文化」成為一個常見話

題，是從1963年《公民文化：五個國

家人民的政治態度和民主制度》（The

Civic Culture: Political Attitudes and

Democracy in Five Nations）一書出版

開始的。該書作者阿爾蒙德（Gabriel

Almond）和維爾博（Sidney Verba）於

1959年和1960年在英國、意大利、

墨西哥、美國和聯邦德國五國進行

調查，對每個國家1,000名公民進行

民意測驗。根據阿爾蒙德的觀點，該

書使用的政治文化概念「強調政治知

識和政治技巧，以及對於政治物和

哈貝馬斯發現羅爾斯

在以下三個意義上使

用「政治的」一詞：非

形而上學的；同公眾

利益有關的；公民關

於公眾利益所共有的

信念。對「政治的」作

這樣的理解，使得羅

爾斯把現代社會中同

其他文化價值領域相

分離的政治價值領域

當作某種既與的東

西，而這是很成問題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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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過程——對於整個政治制度、對

作為參與者的自我、對政黨和選舉、

科層機構等等——的感情和價值取

向」bp。這x我們看到，「政治文化」之

所以為「政治的」，是因為它涉及政

治科學家們所研究的一個領域——

它是關於通常被稱為「政治的」東西

的文化現象。這樣的理解，是接近

羅爾斯對「政治的」一詞的使用的。

我們可以從哈貝馬斯對羅爾斯

的「政治」觀的批評中看到，他雖然

在近著中頻繁使用「政治文化」這個

術語，但他對這個術語的理解卻是

非常不同於政治科學家的。簡單些

講，在哈貝馬斯看來，作為涉及民

族層次、甚至超民族層次上的集體

認同的「政治文化」，其地位介於政

治意義上的認同和文化意義上的認

同之間。哈貝馬斯的思路通常是這

樣的：首先，他在兩個方面（或兩個

層次）之間作一個概念區分，並且批

評在概念上混淆這兩個方面的種種

謬誤；然後，他設法確定這兩個在

概念上不同的方面在歷史上或經驗

上卻是以這種或那種方式並存°或

混合°的；在這種事實性的確認之

後，他常常作一個規範性的建議：

找到某種東西可以在這兩個方面之

間起中介作用，以便克服這兩者之

間的衝突，或其中一方接管和吞併

另一方的趨勢。在哈貝馬斯的社會

理論中，法就是這樣一個在生活世

界和系統之間起中介作用的中項。

他對於「政治的東西」和「文化的東

西」之間的關係的做法，也是如此。

第一步，他區分政治認同（作為某種

獲得性的東西）和文化認同（作為某

種授予性的東西），強調現代的公民

身份是本質上形成於爭取自由和正

義的鬥爭的政治性認同，而不是一

種基於共同的語言、種族、宗教信

仰等等的前政治認同。但是，這種

概念上的區分並不意味°這兩種認

同不可能在歷史上和現實中具有經

驗上的重疊。哈貝馬斯認為，民族

國家——就其典型形態而言，它是

同時基於普遍主義的共和主義和特

殊主義的民族主義的——就是這兩

種認同重疊的結果。從兩者的概念

區別來說，共和主義和民族主義之

間的那種「社會—心理聯結」只是偶

然的東西，但用這種聯結來解決的

那個問題，卻不是偶然的；相反，

它是一個在新的條件下需要用新的

聯結來解決的問題：「為了這種政治

動員，需要有一個具有構造信念之

力量的觀念，它要比人民主權和人

權更強地訴諸心靈和感情。」bq在過

去，這個問題是由「民族」這個觀念

來解決的。在我們的時代，民族的

觀念越來越成問題了。在這種情況

下——至少在我看來——哈貝馬斯

主張用他所理解的「政治文化」取而

代之。這種政治文化是「政治的」，

所以它可以成為這種越來越多文化

的社會中的政治認同的基礎；它是

一種「文化」，所以它可以連接公民

的動機和態度，能夠培育一種「以公

共的善為取向的公民的不可用法

律來強制的動機和意圖的和諧背景

的支持」。一方面，這種政治文化應

當同主流文化傳統相分離，從而對

盡可能多的亞文化傳統一視同仁；

另一方面，這種政治文化應當具有

足夠的整合力，把一個多文化的政

治共同體凝聚在一起。這種意義上

的政治文化當然也是一種「同政治物

相關的文化」，但更重要的是，它是

作為涉及民族層次、

甚至超民族層次上的

集體認同的「政治文

化」，其地位介於政

治意義上的認同和文

化意義上的認同之

間。但是，這種概念

上的區分並不意味7

這兩種認同不可能在

歷史上和現實中具有

經驗上的重疊。哈貝

馬斯認為，民族國家

就是這兩種認同重疊

的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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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種「以政治方式形成的文化」。它

不僅區別於「非政治的文化」，它也

區別於「前政治的文化」。簡單地

講，它是一種作為公民對政治活動

之參與的結果而形成起來的文化。

對政治文化作這樣的理解非常

重要，理由主要有二：一方面，只

有一種按這種方式理解的政治文

化，才能成為一個不依賴於某個疆

域內文化傳統和種族來源的同質性

和共同性的集體認同的基礎；另一

方面，只有以這種方式理解政治文

化，我們才能正確地理解政治文化

和民主之間的關係。因為同特定文

化傳統相分離的政治文化（如哈貝馬

斯所指出的）本質上是一種自由的政

治文化，所以，這兩個方面是相互

密切聯繫°的。

考慮政治文化和民主之間的關

係，其實是政治文化研究的主要背

景。就像阿爾蒙德所說的：「《公民

文化》一書的研究的設想，是在第二

次世界大戰之後形成的。20年代和

30年代的那些事件以及社會理論家

對那些事件的反思影響了他們的社

會理論。」br

《公民文化》一書出版若干

年以後，民主穩定性的問題由於

60、70年代激進學生運動而帶上了

一個新的意義。「憲法愛國主義」

（Verfassungspatriotismus）這個對理

解政治文化概念、尤其是對理解哈

貝馬斯的政治文化概念非常重要的

觀念（哈貝馬斯所提倡的那種政治文

化也就是憲法愛國主義），實際上是

在這種情況下、針對以激進民主名

義向戰後在西德確定的民主制度造

反的左翼學生而首次提出的bs。

但是，在關注政治文化和民主

的關係、關注合適的政治文化對於

穩定的民主制度的影響的時候，我

們通常所看到的政治文化研究的背

後，常常是一種狹隘的民主觀。比

方說，有人就批評《公民文化》一書

的作者忽視了這樣的事實，即他們

在英國和美國所看到的那種形式的

穩定民主制度之外，也可能有其他

形式的穩定民主制度bt。他們從一

種「實際存在的」民主模式出發，把

據說是其基礎的政治文化作為研究

和評價其他國家的政治文化的標

準。這樣做不僅會導致對這種民主

模式本身的非批判態度，而且也會

導致對民主傳統較弱的地區和國家

的民主政治發展前景的悲觀估價或

冷漠辯護。在某種意義上，這種「前

政治的」政治文化觀，更使得很少有

餘地來想像能超越民族國家的邊界

而形成一種共同的政治文化（而不僅

僅是一種相同的政治文化），從而為

像歐洲聯盟這樣的超民族的集體認

同提供基礎ck。

四　培育自由的政治文化
　　的幾個因素

在民族國家的層次上，哈貝馬

斯相當滿意西歐和北美各國的政治

文化的情況cl。重要的是在此基礎

上繼續前進。在論證歐洲的跨民族

政治文化的可能性的時候，哈貝馬

斯以前主要援引瑞士和美國的榜

樣cm，近來則說德國的聯邦主義是

歐洲認同的一個可能模式cn。

確實，就歐洲目前的情況來

看，聯邦德國的經驗要比瑞士和美

國的經驗更具有針對性。德國不僅

「憲法愛國主義」這個

對理解政治文化概

念、尤其是對理解哈

貝馬斯的政治文化概

念非常重要的觀念，

實際上是針對以激進

民主名義向戰後在西

德確定的民主制度造

反的左翼學生而首次

提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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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憲法愛國主義」這個術語的發源

地，也是這個術語所表示的認同感

顯示得最清楚的國家。雖然《公民文

化》一書的作者根據他們在50年代末

所作的調查結果對德國達到穩定民

主制度的前景給了一個相當消極的

評價，但孔拉特（David P. Conradt）

在70年代「對德國政治文化的重新考

察」表明，德國人對新政治制度的自

豪感已大大增強，其情形同這方面

具有典型意義的英國相像co。

有許多因素導致這種政治文化

的形成，有人列舉了像「第二帝國」

和「第三帝國」所導致的巨大失敗和

災難、魏瑪共和國的失敗、戰後經

濟政策的成功、德國原有的地方民

主傳統等等因素cp。除了這些，另

外兩個因素也值得一提：一是政治

決策和制度建設的作用，二是以憲

法為取向的政治教育（politische Erzie-

hung或politische Bildung）的作用。

一般認為，在形成戰後德國立

憲民主制度方面，西方盟軍起了相

當積極的作用。他們不僅幫助起草

和執行基本法，而且還通過建設德

國的民主制度來再造德國的政治文

化cq。這種作用之所以同歐洲一體

化相關，是因為在作為一個政治過

程的歐洲一體化過程中，從上而下

（儘管不是自外而內）的政治決策始

終是一個關鍵因素。既是這種情況

的原因，也是這種情況的結果，這

個過程被公認為有一個「民主的匱

乏」的問題，也就是缺少相應的公眾

參與和公眾支持的問題（哈貝馬斯多

次談到這個問題）。《對他人的包容》

有一篇題為〈歐洲需要一份憲法

嗎？〉的文章，對這個問題作了進一

步的討論。

哈貝馬斯對這個問題的回答是

肯定的，但他在這x似乎面臨一個

先有雞還是先有蛋的難題：一方

面，歐洲層次上的立憲民主建制需

要一種立憲民主政治文化作為其社

會心理基礎；另一方面，這樣一種

歐洲政治文化的形成又需要一個跨

越歐洲各國國界的政治法律制度作

為其制度框架和背景。在這方面，

那些以或多或少自然的方式來解決

這個兩難的國家的經驗，實不如德

國的經驗來得管用。可能是參考了

德國的經驗，哈貝馬斯建議用這樣

一種方式來解決上面所講的兩難：

在相應的歐洲政治文化形成之前就

引入一份歐洲憲法，因為「通過歐洲

憲法所創造的政治建制，將具有一

種誘導效果」cr。哈貝馬斯為此提供

的理由是經驗性的而不是規範性

的。誠然，哈貝馬斯通常注意經驗

性問題和規範性問題的區別，並且

相對來說更重視規範性問題。但是

在這x，他似乎特別強調一種經驗

性考慮——經濟的全球化——的重

要性cs：

據我看，更大的危險來自全球性網絡

和巿場的自主性，它同時也對公眾意

識的分裂化起推波助瀾的作用。如果

沒有具有政治行動能力的建制緊隨這

種系統性的網絡化而發展起來，從一

個具有高度流動性的經濟現代性中

就會重新產生在社會政治方面麻木

不仁的舊帝國的宿命論。於是，由過

份流動的社會所產生的過份流動的民

眾的後工業性質的貧困——第一世界

中的第三世界——以及隨之而來的

共同體的道德瓦解，就成為對於未

來的場景具有決定作用的因素。

哈貝馬斯在論證歐洲

的跨民族政治文化的

可能性的時候，以前

主要援引瑞士和美國

的榜樣，近來則說德

國的聯邦主義是歐洲

認同的一個可能模

式。確實，德國不僅

是「憲法愛國主義」這

個術語的發源地，也

是這個術語所表示的

認同感顯示得最清楚

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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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這種局面，哈貝馬斯首先

訴諸的力量，在很大程度上是政治

精英的政治意志ct：

無論如何，並沒有理由來否定這一

點，即，假如有政治意志的話，在一

個經濟、社會和行政上長期共同成長

的歐洲，尤其是在一個可以得到共同

的文化背景、共有的幸運地克服民族

主義的歷史經驗支持的歐洲，政治上

必要的交往關係，一旦在憲法上為其

鋪平道路，是可以建立起來的。

西方盟軍幫助德國建立民主制

度的努力的其中一個重要部分，是

範圍廣泛的政治再教育規劃。聯邦

德國於1949年建立後，這個由戰勝

國加在戰敗國頭上的規劃被代之以

（或許更確切些說是繼之以）德國人

自己實行的政治教育。那篇提出著

名的「憲法愛國主義」觀念的文章，

就筆者所知，就是作為下薩克森州

政治教育中心的政治教育系列材料

的一種而出版的。

但是，「政治教育」這個詞是有

爭議的。在幾年前一個叫「中東歐國

家中的歐洲形象」的國際合作項目

中，來自波蘭、斯洛伐克、捷克和

匈牙利的與會者在項目開始階段反

對使用「政治教育」一詞，最後在聯邦

德國的學者的說服下，才同意使用

這個術語dk。哈貝馬斯在論證自由

的政治文化對於立憲民主制度的重要

性時，強調「必須避免政治灌輸」dl，

這是毫不奇怪的。這x，他又作了

一個概念區分：一方面，他強調「就

交往性權利和合法性法律的產生而

言，公民提出要求的民主權利必須

不僅是以個人自由的形式（也就是自

利的形式），而且也是以對公共地使

用交往自由的應享資格的形式（亦即

以取向於公共的善的形式）」。因此

（作為達到這一點的功能條件），「公

民習慣於自由政治文化框架之中的

自由的種種建制，是必要的」dm；另

一方面，他認為「有關一個良好的政

治社會化之條件的經驗性問題，不

應該被直接轉譯為對價值和政治德

行的規範性要求」dn。換句話說，公

民道德並不能等同於（法律意義上

的）公民義務。作為一位哲學家，哈

貝馬斯更感興趣的是規範性問題而

不是經驗性問題。為此，一位評論

者說：「雖然哈貝馬斯描述了這種自

由的政治文化的各個方面，但他並

沒有說明它的起源。」do平心而論，

哈貝馬斯在《公域的結構性轉化》

（Strukturwandel der Öffentlichkeit）的

幾章中當對這種起源提出說明（解

釋）。但那只是說明某種在過去已經

發生的事情，而沒有說明一種自由

的政治文化可以怎樣在目前或者在

將來形成。但是，哈貝馬斯對這個

問題並沒有提出任何具體答案。

實際上，就是這個問題使得德

國的政治教育經驗值得特別注意。

像許多其他德語詞一樣，Bildung一

詞是很難翻譯的。在那個至少可追

溯到洪堡（Wilhelm von Humboldt）的

傳統中，Bildung的兩個含義和我們

這x討論的問題很有關係：一方

面，Bildung不應該被理解為某種自

上而下或由外而內的教育之類的東

西，而根本上是一種自我教育、自

我形成、自我發展、自我改善和自

我培育：另一方面，在洪堡看來，

Bildung是某種政治應當從屬於它的

東西。這種觀點有可能導致一種接

哈貝馬斯對戰後西德

政治教育隻字未提，

這反映了他的如下觀

點：意義和價值是不

能由行政力量來產生

的。但他畢竟忽視了

戰後德國主要借助行

政力量實施的政治教

育對民主價值在德國

深入人心起了積極作

用這個歷史事實，也

忽視了借助行政力量

實施的政治教育在形

成歐洲人新的集體認

同方面能起的重要作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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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於柏拉圖式的專制主義，但也可

能有助於避免教育受政治利益和行

政力量的控制。同這樣一個傳統相

聯繫的政治教育，是可以避免與政

治灌輸混為一談的。

然而，哈貝馬斯雖然對「憲法

愛國主義」觀念的傳播出力甚大，卻

對戰後西德政治教育——它不僅（如

上所述）為「憲法愛國主義」一詞的出

現提供了背景，而且為形成由這個

詞表達的集體意識提供了最重要的

條件之一——隻字未提。這種情況

大致反映了哈貝馬斯經常說到的如

下觀點：意義和價值是不能由行政

力量來產生的，但畢竟忽視了戰後

德國主要借助行政力量實施的政治

教育對民主價值在德國深入人心起

了積極作用這個歷史事實，也忽視

了借助行政力量實施的政治教育在

形成歐洲人新的集體認同方面能起

的重要作用。哈貝馬斯主張在全歐

洲範圍的民主政治文化還沒有形成

時就引進歐洲憲法，當他提出這個

建議時，他是看到了政治制度和政

治文化之間建立良性互動關係的重

要性的。但哈貝馬斯沒有看到，這

種良性互動關係的最重要環節之

一，就是我們在德國（在一定意義上

也包括其他西歐國家）所看到的那種

政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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